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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 “中间体”的南宋皇城遗址：媒介学

视野下地方复现与遗产传承

董卫民

摘　要：“时空压缩”语境下，地方复现代表着现代人对稳定与安全的向往，和对 “不确定性”的反抗；

而城市遗产作为城市空间构成的重要成分，维系着稳定的地域文化认同，在城市地方确认中，有着明确的

“边界”意义。媒介地理学强调媒介根深蒂固的 “地方性”；德布雷的媒介学理论则突出媒介以 “中间体”的

“中介行为”承载象征意义、建构不同时代的文明特质、参与 “地方性”塑造的物质属性。本文以媒介地理学

理论为依据，结合德布雷媒介思想相关表述，考察南宋皇城遗址作为 “中间体”的媒介内涵、作为城市遗产

的媒介可见性，及其在地方复现与遗产传承中的数字移动化传播转向，为新技术时代城市遗产传播和地方认

同的媒介化延伸及文旅发展提供新的思考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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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随着城市化推进，城市人口高速增长、交通工具日渐完善、物资和信息流通不断膨胀，在日新
月异的传播技术加持下，城市生活也在城市功能延伸中走向繁复。这样的背景下，城市遗产作为城
市记忆和文明传承的载体，其保护与开发就成为备受瞩目的社会热点、难点，事涉城市遗产往往会
引发较高的舆情反应。作为最具本土特色和历史气息的物理空间或物质实体，城市遗产开发、保
护，及相关文旅产业发展也极其复杂。在全球化、城市化和媒介化交织的现代社会，由城市遗产引
发的社会关注，隐含着都市人对稳定的向往与对失去 “地方”的找寻。

“与空间相比，地方是一个使已确立的价值观沉淀下来的中心。人类既需要空间，又需要地方。
人类的生活是在安稳与冒险之间和依恋与自由之间的辩证运动。”［１］（Ｐ４４）而 “地方”成立的重要标示
之一就是城市遗产，城市遗产既包括带有艺术、科学价值的历史建筑、街区，还包括延伸于其中的
生活规范和文化仪式。因此，城市遗产作为城市空间构成的重要部分，既以历史建筑、街区等形成
城市悠久历史的具体物象，又以独特的日常生活和文化仪式象征着城市丰厚的文明积淀，代表着独
特的城市价值，维系着稳定的地域文化认同，在城市地方的确认与发展中有着明确的 “边界”意义
与现实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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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地理学作为文化地理学延伸，其理论依据是 “文化利用地理使特定空间被赋予特定意
义”［２］（Ｐ４０）。作为媒介地理学基本构成要素，空间、时间、地方、景观等分别具有不同的媒介属性，
且彼此勾连。空间 （Ｓｐａｃｅ）“为媒介传播环境中的材料与景观”，“不只是自然的、地理的一般性存
在，还是社会和媒介的复杂性建构”［３］（Ｐ５３）。时间 （Ｔｉｍｅ）作为媒介地理系统变化和流动表征，正
在被大众媒介所改变［４］。地方 （Ｐｌａｃｅ）与社会意义和空间建构紧密相联，“地方”赋予媒介根深蒂
固的 “地方性”。景观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在媒介地理学中是 “媒介对世界的描述和解释”，“不断地塑造
和建构景观社会”［３］（Ｐ１３０）。可以看出，时间、空间、景观等都极具 “物质”属性，体现了近年来人
文社科领域研究的 “物质性转向”，“强调传播对于推动社会系统运行与促进社会结构流动的潜在作
用”［５］。媒介研究开始从 “重精神、轻物质”转向 “从定义广泛的 ‘物’的视角切入关注媒介传播
的基础设施、技术系统、实践过程等，留意符号、思想之外的物质属性”［６］。

法国思想家雷吉斯·德布雷的媒介学理论整合技术、文化与历史多重视域，重点关注 “一个观
念通过哪些媒介化成为一种力量？一个话语如何能造成事件？一个精神如何能获得实体？”［７］（Ｐ９２）其
目的是 “考察信息传递中高社会功能 （宗教、政治、意识形态和思想态度）和技术结构的关系，思
考媒介如何运载信息”［８］。在德布雷这里，媒介 （Ｍｅｄｉｏ）“是指媒介行为，也就是媒介方法的动态
整体和介于符号生产与事件生产之间的中间体”［９］（Ｐ１７）。德布雷把媒介学看作是通过思想运行的 “物
流方式”［１０］（Ｐ３），媒介在德布雷这里就是以物质承载象征意义，形成文明传承的中间过程与中间体。
媒介地理学中的 “地方”以其 “空间”、“景观”质料，在时间的自然流淌中沉淀为 “地方性”的物
理实体和精神内涵，与德布雷的媒介 “中间体”思想内涵巧妙 “勾连”。

本文以媒介地理学理论为依据，结合德布雷媒介 “中间体”相关表述，考察南宋皇城遗址作为
城市文化 “中间体”媒介和皇城文明 “纪念物”在地方复现与城市遗产传承中的媒介化本质，和产
业价值实现的数字化传播转向。试图从学术视角探讨如下问题：南宋皇城遗址在杭州乃至江南地方
的文化建构中，其 “中间体”媒介特性是什么及如何体现？其作为 “中间体”的地方性何以 “可
见”？皇城文化的数字移动化传播如何可能？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为新技术语境下城市遗产传
承与地方认同的媒介化延伸及文旅发展提供新的思考角度。

二、媒介作为文明传承 “中间体”

在媒介地理学这里，媒介或维系、或消解着 “地方感”，但消解与维系的最终指向，都是对
“地方”的塑造或复现。德布雷认为，媒介的重点是 “中介行为”，它 “包含在一定的社会时期内所
有的惰性载体和活性载体，这些载体对推动或促进象征符号的传承起着必要的作用”［７］（Ｐ１３０）。媒介
在德布雷这里被理解为联系特定场景或到达特定目的中间过程或物质载体，借助这些载体及其 “逐
渐扮演的集体记忆和社会档案的重要角色，整体意义上的物质性载体和符号手段担保每个时代的社
会存在”［８］。与传播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研究在同一时空中交换信息的规范意涵不同，媒介学的关键
词是 “传递”（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其兴趣在于考察时间向度上精神转化为物质的过程中媒介的功能性
作用，德布雷将这种作用视为精神传递的先决条件：“为精神配备一个传递装置。”［７］（Ｐ１２６）这个 “装
置”是具有历史向度的媒介，它以历史 “中间体”的 “中介行为”和其自身一起建构不同时代的文
明特质，形成人类文化生生不息的 “河流”，参与 “地方”的物理空间与精神道场建构。

（一）作为 “中间体”的南宋皇城遗址
南宋皇城遗址坐落在杭州西湖南端凤凰山麓，沿万松岭路进入凤凰山脚路，即可到达原皇城正

门———丽正门。作为皇城文化的一个缩影，南宋皇城遗址与秦之阿房宫，汉之未央、长乐、建章三
宫，唐之大明宫比较，规模要小很多，原因 “一是南宋统治者始终称杭州为 ‘行在’而不称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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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他们打算在收复中原失地以后，仍旧要还都汴京”；“二是因为高宗赵构从北宋灭亡中吸取了教
训，知道不能滥用民力，否则就会重蹈覆辙”［１１］。不过，南宋皇宫大内虽然当年出现过 “一殿多
用、随事易名”之举，但作为皇城宫室，它仍然 “五脏俱全”，由南内、北内、太庙、景灵宫等组
成；而且和其他王朝的皇城相比，它真山真水，具有完整的山系、水系、御园景观和礼制体系，在
中国皇城文化中非常独特。

遗址区内多为山地，遗址上现在建有馒头山社区，民居高低错落，没有太多生活设施，保持着
几十年前的形态。除了社区外部街道进行基础性整治外，遗址区内比较凌乱，地面现存遗迹不多。
遗址区内的国家重点保护文物———梵天寺石经幢，经过风吹雨蚀，已经破损不堪，目前添加围栏做
了保护；“大内”西部山间，圣果寺遗址和雕刻于五代后梁开平四年 （９１０年）的三尊佛像尚有残
存遗迹，山体石壁间宋人刻写的 “忠实”“凤山”等字迹尚存；“禁苑”内的 “月岩”“通明洞”等
景点已经得到文物管理部门修缮，其他能够流连盘桓的地面遗迹极少。１９９５年发掘考古出的南宋
太庙遗址，作为 “迄今我国发现的时代最早、保存最好的皇室太庙遗址”［１２］，除几墩台基外，也仅
仅象征性作了一块保护绿地。

但是作为城市遗产，南宋皇城遗址是一个具有丰富历史资源的物质载体，携带着特定历史空间
的文化记忆绵延至今。它们在残存的历史遗迹和建筑中以建筑材料、建筑形状等材质上的图文雕饰
等符号，以及周边山水间留存的摩崖石刻、文字痕迹等形式存在。南宋皇城遗址是一些既有具体物
理载体的实体存在物，又有价值内涵的文化象征符；加之在皇城遗址区域内数百年来形成的日常生
活习俗、交流规则及节庆仪式等，共同组成了物质载体、象征载体和交流规制交织在一起的文化轨
迹，并在代际传播中不断被强化、修正、延伸，成为地方的精神纽带和边界标示，最终形成城市遗
产，建构起地方的可见性，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完成 “人－地”情感维系和文化凝结，其作为具有
显著 “中介作用”的媒介 “中间体”是显而易见的。

（二）南宋皇城遗址的媒介特性
在德布雷看来，媒介学与人类相伴而生，人之所以不同于动物，在于人能在不同历史空间内与

时间交流沟通，形成文化的延续；这种延续靠的就是具有记忆、传承功能的媒介——— “中间体”，
即 “在特定技术和社会条件下，象征传递和流通的手段的集合”［１０］（Ｐ４）。这种集合包含了具体的媒介
载体、符号，以及传播设备与媒介组织规制等，属于历史范畴的传承，“它是以技术性能为出发点
（通过媒介载体的使用）。一方面，将这里和那里连接起来，形成网络 （也就是社会）；另一方面，
将以前的和现在的连接起来，形成延续性 （也就是说文化的延续性）”［７］（Ｐ５）。因此，传承是一个互
动过程，是 “技术与文化互动”［９］（Ｐ１２）的媒介行为。南宋皇城遗址作为 “中间体”媒介，所传承的不
仅是其前、其后数千年来帝都皇城文明，也是迄今在遗址区域绵延的 “地方”文明———是 “相互联
系、具有认同感的结构”［７］（Ｐ１３）。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媒介地理学中根深蒂固的 “地方性”，也具
备德布雷的 “中间体”媒介属性和特征。

因为遗址主体埋藏地下，且经历元、明、清改朝换代的战火，南宋皇城地面遗迹已荡然无存，
其作为 “中间体”媒介有着独特的地理特征，其媒介特性首先就体现为非连续性：南宋皇城上承钱
氏吴越国，亡于蒙元后即遭大肆焚烧，它既没有西安、开封皇城的延续性，更没有北京皇城历元、
明、清三世的连贯性，因此作为 “中间体”媒介，它最显著的特性就是非连续性。其次是艺术图像
性：南宋皇城文化及其遗址文明除了留存于 《梦梁录》《武林旧事》等书写文本外，多以视觉图像
形式留存于宋画中，具有鲜明的艺术图像性。与此相关，它的另一个媒介特性就是不可复制性，现
在借助宋画 “复原”的宫阙、建筑只能称之为 “想象图”。南宋皇城遗址的第四个媒介特性是融合
性：从现存宋画图像和相关笔记记载看，南宋皇家文化与市井文化融合程度非常高，这和南宋经
济、艺术高度发展密切相关。在今天的十五奎巷、御街及太庙遗址等空间内，这种融合性已经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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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独特的习俗规制和文化仪式。而南宋皇城遗址作为 “中间体”媒介的上述诸多特性如今或现或隐
融进南宋皇城文化 “媒介丛”中，构建了独特的城市遗产。

三、“可见”城市遗产的媒介丛

斯宾格勒认为，所有伟大的文化都是城镇文化［１３］（Ｐ７９）。遗产是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城市遗产
首先表现为最具本土特色和历史遗痕的空间，其次是在这个空间里流淌的文明记忆、交流规范和文
化仪式。它既是物质实体与符号的交融，是非历史的空间建构需求与历史逻辑的对话；也是全球
化、技术化造成的 “时空压缩”背景下，现代人安放心灵、寻求归宿的 “地方”。作为传承文明的
“中间体”媒介，城市遗产像语言逻辑出现之前的骨骼、化石、洞穴岩画等可以穿越历史的物体材
质一样成为记忆媒介，是以物理质料或符号表征着人类过往记忆的纪念物，具有产生地方、使其延
续、形成团体［７］（Ｐ２８）的功用。它们在空间层面上成为联结同代人的组织规范；在时间层面上则成为
代际延续的文明传承。因为有城市遗产这个载体的存在，地方在历史延伸中也就具有了 “可见”的
边界。所谓 “可见”，就是依靠 “提供关于情绪、感受和功能性生活规律能够感受到的形
式”［１］（Ｐ１３７），即媒介。但是 “任何一种媒介只有在与其他媒介的相互作用中，才能实现自己的意义
和存在”［１４］（Ｐ４０）。因此，一个地方的记忆媒介实质上是一个 “媒介丛”，即德布雷所说的 “设备－载体－
方法系统”［９］（Ｐ１３），是多重媒介构成的 “媒介丛林”。南宋皇城遗址城市遗产就存在于宋画、遗址废墟、
日常习俗等可见的 “媒介丛”中，这些 “形式”不仅具有物质实体性，更具有符号性、仪式性。

（一）宋画：理想图像的视觉依据
城市遗产除了历史建筑，还有图像、文学戏剧以及日常饮食、传统仪式、习俗等都是 “可见”

形式；这些形式共同完成对地方的物理呈现和精神界定，比如图像作为可视化记忆媒介，就是城市
遗产理想的视觉载体和复现依据。

南宋皇城遗址作为文明传承的 “中间体”，其纪念物属性最早是通过具有浓厚象征性色彩的图
像———宋画予以表征的。关于这个方面的研究，目前已经形成的成果如学者傅百星的 《宋画中的南
宋建筑》《图说宋人服饰》等比较典型；它们通过对宋画中的建筑图像、人物服饰考证，追索当年
皇城文化的历史细节。如前文所述，南宋皇城遗址元初被毁，后历经元末张士诚之乱、晚清洪杨之
役，这里早已成为废墟，致使后人无法像研究西湖、大运河一样通过西方传教士等人留下的近代摄
影图像研究南宋皇城遗址，宋画就成为当下研究南宋皇城文化可以参照的主要图像资料，比如：宋
人马和之的 《孝经图》，李嵩的 《高阁焚香图》《水殿招凉图》，赵伯骕的 《宫苑图》，马远的 《楼台
春望图》，以及佚名画家的《悬圃春深图》《宫中行乐图》，刘松年的《宫女图》《文会图》，等
等［１５］（Ｐ２２－６６）。其中有关于南宋皇城宫阙建筑、宫人服饰、市井俚俗等精致的视觉表达。宋画作为南
宋皇城遗址 “地方复现”的视觉依据和理想图像，在当下南宋皇城遗址发掘和文旅产业开发中的媒
介价值不容低估。

（二）遗址废墟：可见的物理空间实体
如文学艺术品能够引发人们对一个地方的情感投注和空间想象一样，作为记忆媒介的城市遗

址、建筑废墟亦是代表性的地方可见性标示物，甚或是一件雕塑、一片摩崖石刻或时人的题书等对
抗时间流逝的物化质料，都可以成为延续地方认同感的媒介纪念物。

虽然目前在南宋皇城遗址内地面遗址非常有限，仅存的梵天寺石经幢也是吴越国时期建造的梵
天寺历南宋而至元末被毁后的留存遗物；其他如遗址区内残存的皇城城墙、南内、德寿宫、景灵
宫、恭圣仁烈皇后宅等废墟尚有依稀景观遗存物。那些属于皇室私苑的御园建筑遗址或废墟多散落
在玉皇山西北部和西湖孤山等处，目前已经规模化发掘 “复原”的如南宋官窑遗址和八卦田作为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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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遗址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具备了 “建筑遗址”的样态，不仅具有观赏价值，也成为杭州作为古都
皇城的 “地方”标志物。这些遗址废墟作为记忆媒介，在绵延的时间河流中已超越其最初表达皇室
情趣、礼佛悟道的一般意义，成为文明承续和代际记忆的意义集合体，具有特殊的 “地方”价值。

（三）习俗和礼制仪式：文明的 “地方识别物”
作为延续皇城文明的 “中间体”媒介，南宋皇城遗址的地方可见性另一个体现是日常习俗和礼制

仪式，皇城文化已经融入区域内岁时节日、服饰饮食、歌舞戏曲等日常经验和交流规范、区域组织
中。当下能够反映这种日常习俗的物理空间有三个：一个是遗址上的馒头山社区，一个是商业开发的
南宋御街 （含河坊街），还有一个是和御街相连的十五奎巷 （含太庙遗址）；而其流播演进的呈现也被
记录进历代文人笔记、小说、戏曲话本，如：宋末周密的 《武林旧事》，吴自牧的 《梦梁录》，明代田
汝成的 《西湖游览志》、张岱的 《陶庵梦忆》以及清代吴敬梓的 《儒林外史》，它们中都有南宋皇城遗
风的相关记述，诸如纳凉、赏花、七夕、出游、南内宵夜等，这些已经融入今天杭州人的日常生活。

能直接体现杭州皇城地方属性的可见性媒介，当属比较完整的南宋礼制文化。其 “完整性”主
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皇家礼制线路完整，长约十余里，“是由皇家御道串联重要的南宋皇城功能
遗址。如八卦田遗址、郊坛下官窑遗址、皇宫皇城遗址、三省六部遗址、太庙遗址、朝天门遗址、
德寿宫遗址、御街遗址等等”［１６］。其次是礼制体系完整，该体系由太庙、太社、太稷坛、郊丘、崇
禋馆、耤田先农坛、海神坛等组成。三是皇家礼制文化的物理载体，如前文提到的南宋太庙遗址。
这些南宋皇城礼制文化和仪式的发掘与复现，是杭州作为中国古都之一的重要 “地方识别物”。

综上所述，南宋皇城遗址以图像、遗址废墟和文化礼制的 “媒介丛”形式，形成地方的 “精神
气质”。这些遗址废墟、宋画、礼制等媒介的留存与互证，不是叠加而是文明延伸的物质依据。根
据媒介地理学观点，随着技术与文明发展的同步，“新型的 ‘媒介地理’促使现实边界模糊化、空
间压缩化和人际分离化”［１７］（Ｐ０１９）。德布雷媒介学理论在考察技术与文化互动时，也明确提出 “文化
将人类物种分割成具有人性化的却不相叠加的东西：种族、人民和文明。然而，技术又将人类整合
成一体，使我们的知识技术变得同质化。地点的记忆就是民族中心主义的一个因素”［１０］（Ｐ５６）。所谓
“地点的记忆”，即地方的回望。地方作为个人或族群对土地的身体经验和情感依附，代表着稳定与
安全，是对变迁不居和技术同质化的对抗，作为媒介的纪念物，城墙、废墟、寺庙、经幢、宫阙等
城市遗产无声地叙述着历史的永在，默默对抗着 “现实边界模糊化、空间压缩化和人际分离化”。
那么，作为文明中间体的城市遗产，南宋皇城遗址在当下的 “遗产热”中如何实现文明传承和地方
复现呢？数字移动媒介为它提供了契机。

四、数字移动媒介与地方复现

在城市化不可抗拒的 “宿命”中，城市遗产保护往往被解读为 “稳定不变的地方与媒介技术及
其所带来的变动世界的对立”［６］。这样的解读固然可以讨论，但城市遗产作为稳固的地方记忆———
尤其是作为纪念物存在的遗址，却和它的物理质料一样是真实 “可见”的。从媒介地理学视角探讨
如何在 “想象杭州”与本土再现中做好南宋皇城遗址的保护和开发，首先就是在遗产的文化在地性
和物理在地性上做好 “地方复现”。

基于对媒介物质性的高度重视，德布雷根据其媒介圈演进理论将人类文明归纳为 “话语圈”
“图文圈”“视频圈”［７］（Ｐ４６－４７）等依据技术革命依次出现的变迁。三个媒介圈分别对应语言文字、印刷
术和电子视听图像等，形成载体各异的媒介生态，具有各自的主导媒介和记忆技术；而且德布雷据
此认为，人类文明演进中信息流动地理扩张存在加速趋势，而这种加速度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文
明传承危机，因为 “技术联结越来越强，象征性联结却越来越弱”［７］（Ｐ８）。所谓 “象征性联结”即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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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意识形态的联结；意义联结弱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媒介的 “非物质化”趋向加剧，即主导媒介作
为痕迹载体的弱化，“基础物质的持续减轻”［１０］（Ｐ２４１）。主导媒介的非物质化最终导致文明传承的移动
性替代在地性、即时性取代历史性、符号性取代象征性，媒介背后的历史深度和地方价值也屈从于
图像及视频的 “实时”扩张。那么，在这样的媒介生态延伸趋势下，数字移动媒介作为 “视频圈”
之后新的主导媒介，它在城市遗产保护中如何推动地方复现呢？

（一）切入手段：“人－遗址－机”互嵌
借助新兴科技进行文化遗产保护不断被探索，比如以数字虚拟技术还原场景，比较成功的如圆

明园遗址数字化复原、数字故宫、数字敦煌等。但是依据数字虚拟技术对遗址或文物 “复原”，实
质上是对遗产的符号和视觉呈现，包装与衍生的图像无法替代遗产背后的族群文化、集体仪式，可
被复制呈现的 “场景”或物品也无法复现遗址或地方的精神 “光晕”［１８］（Ｐ１１６）。数字移动媒介时代，
智能技术加持下，地方复现的切入手段是嵌入，即人与遗址、人与智能设备、智能设备与遗址的三
方互嵌。“人－遗址－机”中的 “人”既可以是到访者，也可以是遗址区域的居民或管理者；“遗址”
既包括探测的景观遗存，也包括历史建筑；“机”则包含嵌入遗址的数字化设备，与人 “具身”的
手机、手表等移动智能设备。

就南宋皇城遗址而言，在遗址勘探、开发确定的建筑或景观遗存点，埋设数字化设备于相应物
体内，该物理空间的这些嵌入式且具有一定智慧功能的数字设备与到访者或居住者、管理者携带的
移动智能终端形成在线网络，在 “人－遗址－机”互嵌网络中，遗址物理空间的遗产信息与进入这个
空间的人自身生产的信息实现 “对流”和 “共享”，人与智能设备生产的 “在地”信息借助５Ｇ技
术再传向数据平台；比如２０１６年，作为浙江省首批特色小镇文化建设示范点的南宋皇城小镇以
“皇家文化板块”“南宋风情板块”“古都商业板块”“宋学经典板块”“宫廷养生板块”等五大板块
的南宋风情呈现和体验为由头，虽然打的是旅游休闲产业牌，却在皇城遗产保护和文化创意产业之
间嵌入数字媒介，融科技、休闲、智慧于一体，对南宋皇城文化资源的数字化转化借助微博、微
信、短视频等共享平台，使作为 “中间体”的遗址和皇城文化在与移动数字设备互嵌中，通过信息
生产与传播的组织逻辑和记忆方式，形成新的记忆媒介。

（二）技术逻辑：沉浸与交互
“人－遗址－机”互嵌作为地方复现的切入手段，其技术依托是沉浸传播，其具体路径则是交互

体验，沉浸性和交互性的达成是地方复现的技术逻辑。沉浸传播 （Ｉｍｍｅｒｓｉｖ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是
以人为中心、以连接了所有媒介形态的人类大环境为媒介而实现的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无所不能
的传播。它是使一个人完全专注的、也完全专注于个人的动态定制的传播过程。它所实现的理想传
播效果是让人看不到、摸不到、觉不到的超越时空的泛在体验”［１９］（Ｐ４３）。一般来讲，沉浸传播所依
托的技术主要是虚拟现实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ｙ，ＶＲ）和增强现实 （Ａｕｇｍｅｎｔｅｄ　Ｒｅａｌｉｔｙ，ＡＲ），有时也
会借助于拓展现实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Ｒｅａｌｉｔｙ，ＸＲ）；沉浸传播的基本特征是 “沉浸”与 “临场”。

作为皇城文明传承的 “中间体”媒介，南宋皇城遗址因为绝大部分资源埋藏于地下，其可见性
主要体现在宋画中的宫阙建筑、人物服饰、祭祀庆典等场景；因此其可见性的复制需要依托最新的
图像生成与传播科技，数字技术为沉浸式展示南宋皇城文化提供了契机，３６０度全场景拍摄、全息
投影、虚拟成像等技术可以将宋画或史书中南宋皇城的标志性宫阙殿宇、皇家园林，以及相关人
物、事件过程全方位复制；在 “人－遗址－机”互嵌完成后，储存在遗址特定物理空间或遗存点的事
物、事件及文化仪式等，随着手机等智能设备的引导与到访者身体的移动，通过嵌入智能设备的

ＡＲ／ＶＲ／ＸＲ等沉浸技术，产生多元化的视知觉传播效果和感知体验，把人 “代入”新场景，产生
临场感，从而在遗址物理空间与历史场景实现 “破界”融合。与圆明园、敦煌、故宫的虚拟数字还
原不同，南宋皇城遗址 “人－遗址－机”互嵌下的沉浸与互动是在真实的 “历史”场景中交互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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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物质属性鲜明，非单纯的数字虚拟所能比拟。因此，虚拟的南宋皇城呈现与遗址物理空间内
身体参与的沉浸、交互体验融合是实现皇城遗址保护、复现地方及文旅发展的重要在地性策略。

（三）传播指向：即时性与历史性同一
网络社会 “时空压缩”下，人们漂泊于 “无根”之旅，生发出回望历史、回归地方的深沉情

感，以本土的身体经验和历史情感对抗 “网络化、非历史性的流动空间”［２０］（Ｐ５２４）。地方复现的在地
性，最终体现在地方的历史性呈现。但数字传播、人工智能、５Ｇ等技术带来的 “漂泊无依”感却
在媒介的 “非物质化”趋向下，愈发即时化、瞬间化。因此，实现数字移动媒介线上空间的即时性
与遗址物理空间历史性对话，是城市遗产保护和地方复现的关键所在。

媒介研究的物质性转向和德布雷的 “中间体”媒介观，为这种对话的实现可能提供了依据：移
动数字媒介因浓重的 “具身性”，使其信息组织和生产在依附于人身体参与的同时，同样依附在其
所经验的地理空间，依据地理空间的物质逻辑组织并传播信息，因此其所在地理空间的文化仪式、
地方精神等象征性意义集合体以及历史建筑、遗址景观等物理载体皆因 “人－遗址－机”互嵌，和沉
浸－交互体验的达成而与城市遗产背后的历史深度、族群价值产生关联，数字移动媒介也就成为传
承文明的 “中间体”而获得历史性。因为南宋皇城遗址埋藏于地下，目前关于南宋皇城遗址公园建
设的论证中，多倾向有机串联地表尚存的南宋官窑遗址、太庙遗址、严官巷南宋遗址以及八卦田遗
址等，并融入中山南路、十五奎巷市井风情复现，以历史空间和当下空间相结合，在数字媒介加持
下，展现公众身体参与及互动体验，在数字网络空间与地理空间交织而成的 “混合空间”感知中，
获得即时性与历史性同一的媒介体验；移动数字媒介也以线上传播即时性与遗产场景历史性的对
话，形成补充、延续、传承地方文明与城市遗产生命、精神及认同的力量，帮助复现并维护一个区
隔于 “他者”的地方。

五、结语与讨论

城市遗产保护中的地方复现并不是简单的 “回头看”。因为 “从本质上说，城市原是一个纪念
性仪典中心，是由宫殿、庙宇、圣祠构成的复合体”［２１］（Ｐ８１）。简单的复建或还原就如同 “集体记忆
被放置在一些用同一个名字命名的 ‘地方’，那么记忆的这种集体性很快就会患记忆遗失症”［７］（Ｐ９）。
因此，真正地传承和保护应建立物化的组织体系与互动的制度，它 “是一种动态的文化保护，涵盖
对物质空间和社会生活的保护”［２２］（Ｐ１９４）。在审美基础上，依据道德意识和自豪感［１］（Ｐ１６２）复现反映历
史本质的地方才是长远的，才是一种 “相互联系、具有认同感的结构”［７］（Ｐ１３）。南宋皇城遗址未来的
开发与复现无论是博物馆式，还是遗址公园式，都应做好价值重估，以空间 “在地性”、传播 “在
线性”和时间 “历史性”为路向，使遗址开发不仅成为一个物理空间，更能真正作为传承文明的
“中间体”媒介，复现杭州乃至江南的独特 “地方”，既回应现代人在全球化、城市化浪潮中对安定
与归属的盼望，又为当前城市遗产保护中文明传承提供现代与过往的联系；同时通过城市遗产媒介
化，推动地方文明及遗产传承的持续创新。

德布雷媒介学理论至少在两个层面上，为当下地方复现和城市遗产保护提供了思路，一是在媒
介的空间传播之外，突出时间传承的向度；二是突出文明传承的 “物质属性”与物质化制度组织。
德布雷通过对媒介与文明的勾连，把媒介作为 “中间体”的物质属性揭示出来，为考察当下数字移
动时代城市遗产保护及文旅发展提供了新视角。而数字移动媒介在城市遗产保护中对地方文明的
“侵入式”呈现与建构，也延伸了德布雷的 “媒介圈”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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